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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理論與課題論壇] 

教師之師生互動行爲研究述評 

江光榮 
華中師範大學 

林孟平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本文系統地闡述了過去數十年裏就有關教師之師生互動態

度和行爲與學生發展之間的關係所進行的研究。關注的重

點有三：（1）教師互動行爲與學生學習的關係，（2）教

師互動行爲與學生情緒和社會性發展的關係，以及（3）教

師互動行爲（或師生關係）的結構和測量。作者發現，這

個領域的研究較為一致地支持一個看法，就是師生關係或

教師互動態度和行爲與學生發展之間具有實質性的關聯，

積極的師生互動能有助學生順利發展並取得較高的成就。

本文也指出了這個領域中現有研究的局限，並對今後應加

強哪些方面的研究提出了建議。 

本文所討論的內容屬於師生關係的範疇。在教育研究的領域內，涉

及師生關係的研究有兩個總體性的特點。其一，雖然幾乎所有的教育研

究分支都或多或少涉及師生關係，但目的在於了解師生關係本身的研究

卻相當少。大多數研究都把師生關係作爲某種原因或條件來看待，例如

研究師生關係對諸如學生學業成就、社會性發展、心理健康或者教師的

壓力等等的影響。其二，雖然「師生關係」這個名稱涉及師、生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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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關的研究從來都是透過教師或學生的行爲來操作化，且多數以教師

行爲作爲師生關係的指標。本文的目的在於把教育研究領域內有關師生

關係的研究作系統的整理。但考慮到上述兩個特點，本文選材的範圍包

括：（1）以學生發展爲最終關注目標者；（2）以教師行爲作爲師生關

係指標者。亦由於第二點的限制，本文採用 Wubbels & Levy（1993） 
的術語，稱師生關係爲教師之師生互動行爲。 

 

主要有兩個研究領域涉及教師互動行爲和師生關係：一為教學研究

領域，另一為發展心理學研究領域。 

對教師互動行爲及其特點的探索，是教學研究領域中一個由來已久

的主題。人們一直有興趣於尋找「有效能的教師」或者了解怎樣才是 
「有效能的教學」，這一研究主題早在百多年前就已經出現（Borich, 
1996）。在這個主題之下，不同背景的研究者試圖從不同的角度、不同

的要素層面進行探索，以期發現對教學效率和學業成就有影響的變量。

根據學者們的歸納（鄭燕祥，1986；Good, 1996），這一研究主題大 
致有這樣一個發展脈絡： 

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60 年代初，人們致力於從人格特質方面去 
研究教師，設法找出能夠把優秀教師和平庸教師區別開來的人格特質。

在這種思路的支配下，曾出現了一些頗具影響力的研究（鄭燕祥， 
1986 ； Getzels & Jackson, 1963; Ryans, 1960 ） ， 這 些 研 究 往 往 開 
出了一張優秀教師人格特質的清單。但到了 60 年代中期，人們發現， 
在不同教育條件下進行的同類研究，其結果往往不很一致，而且這些清

單的效度也沒有得到證實。於是，有些學者開始質疑是否真有這種不變

的「教育人格」；也有學者指這一研究思路和研究方法太簡單化了 
（Getzels & Jackson, 1963; Good, 1996）。在這研究歷程中，有些 
關於教師特質的研究其實已經涉及到教師對待學生的態度和行爲特質。 

接下來約從 60 年代後期起，研究者開始把眼光轉到課堂上，試圖 
通過觀察教師的教學活動或教學行爲來了解怎樣才是有效的教學。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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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可說是從尋找「有效的教師」轉而至尋找「有效的教學」。這種自

然主義的實地研究取向，帶出了幾個很有影響力的研究傳統，亦取得了

一些有價值的研究發現。其中影響比較大的就是所謂的「過程─結果」

（process-product）研究。過程─結果研究的主旨是以學生的學業成就 
爲目標，通過實地觀察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行爲和一些教學措施，設法

找出能提高學業成就的教學行爲和措施。許多常見的教學活動和策略，

如提問、時間運用、課程推進速度、管理課堂等等，都受到關注 
（Brophy & Good, 1986）。在這類研究當中，有相當部分涉及教師 
與學生在課堂上的互動，如教師期望、課堂管理和調度方式、創造支援

性的學習環境等（Good & Brophy, 2000）。 

然而，過程─結果研究也由於一些研究方法學上的不足而被逐漸揚

棄。這些局限包括：視有效的教學行爲是普遍適用的，忽視教學行爲所

發生的背景條件（鄭燕祥，1986）；不重視理論，使研究不能建基於 
對 課 堂 學 習 的 內 在 和 全 面 的 理 解 之 上 （ Stockard & Mayberry,  
1992）；只管外顯的行爲，不問這些外顯行爲背後的心路歷程。鑑於 
此，自 80 年代中後期起，一個新的研究趨勢開始了，那就是對教師認 
知的研究。 

對教師認知的研究也涉及很廣的範圍，但是多數研究還是集中在跟

教學過程有直接關係的一些內在過程或內在變量上，如教師在教學過程

中的決策、計劃活動，教師對於課程、學生、課堂管理以及教學的信念

（Kagan, 1990, 1995; Martin, Yin, & Baldwin, 1998），其中有關專 
家和新手（有經驗的教師和新入職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決策活動的比較

研究曾引起很大的關注。這一方面的研究也有部分內容與教師的互動行

爲有關，比如教師對於學生、對於課堂管理和控制等等的信念（Martin, 
Yin, & Baldwin, 1997, 1998）。 

差不多與教師認知研究同步或稍晚一點（80 年代中後期以來）， 
研究者也對學生的社會性認知在課堂學習中的作用產生了興趣。研究者

認識到，教師的教學和其他教育行爲，最終都要透過學生的知覺和解釋

才能影響學生的學習；而學生是社會性的主體，他們在學習過程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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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社會性知覺會對認知學習產生某種中介作用（Good, 1996）。換句 
話說，知識的學習並非純粹的智性加工過程，其中還伴隨著豐富的社會

性認知活動，而這些認知活動又會影響智性加工。在這一思想的指導 
下，研究者用訪談的方式來了解學生對於教師、教師的教學行爲、課堂

作業、課堂管理行爲的知覺和解釋，由此發現了一些新的主題，如公 
平、學生對教師意圖的推斷等等。 

從以上粗略的勾勒可以看出教學效能領域內的兩個演變趨勢：一是

從單純著眼於教師的認知性教學行爲到重視教師的社會性行爲；二是從

只看教師的「教」到同時顧及學生的「學」，以及「教」和「學」的相

互作用。 

因應這一趨勢，自 80 年代後期以來，以 Wubbels 等人爲主的一批 
研究者便集中關注教師跟學生的互動、師生關係等主題（Wubbels,  
Levy, & Brekelmans, 1997），並取得了不少成果。 

以上是在教學研究領域裏涉及教師互動行爲和師生關係研究的發展

脈絡。另一涉及教師互動行為和師生關係的研究領域在發展心理學內，

尤其與所謂「發展的心理病理學」（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有關。發展的心理病理學探索一些非適應性的、病理性的後果如何從正

常的發展過程中發展出來（Achenbach, 1990）。在這個領域之中，依 
附理論是一個非常具影響力的理論。傳統上對依附行爲的研究都偏重於

親子關係，踏入 90 年代以後，有些以依附理論觀點看待成人─兒童關 
係的研究者開始關注年齡稍大兒童的發展情況。他們把研究的焦點從親

子關係和家庭動力學轉移到兒童在幼兒園和學校的發展，以及師生關係

對兒童發展的影響等（如 Pianta, 1992, 1999; Rosenstein & Horowitz, 
1996）。這些研究者以類比親子關係的方式來考慮師生關係對於兒童發

展 的 作 用 （ Pianta, 1999; Van Ijzendoorn, Sagi, & Lambermon,  
1992）。 

以 Pianta 爲首的這一批研究者以依附理論來考慮低幼學童的發展問

題，另一批學者（Eccles et al. 1993）則從 Vygotsky（維果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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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和 Hunt（1975）有關發展和環境關係的理論出發，研究學校環 
境的改變對青春前期少年發展的影響。他們認爲，兒童從小學過渡到初

中所經歷的環境改變（其中一個重要的改變是師生關係），對於一部分

少年來說是應激性的，因此令這個時期的孩子在發展上出現一些消極的

後果。他們比較了在美國學校制度下小學和初中學校環境的一些不同，

並根據這時期少年心理發展的特點來考慮這些改變所造成的心理後果

（Eccles & Midgley, 1989; Eccles et al., 1993）。 

除了上述兩個研究領域外，還有另一些學者從另外的角度也對教師

之師生互動行爲和風格、師生關係的研究作出了貢獻。比如 30 年代心 
理學家 Lewin, Lippitt, & White（1939）對於不同領導類型（民主 
的、專制的、放任的）對團體成員行爲和作業效率的影響的研究，與後

來的教師行爲和師生關係研究有直接關係。而心理治療學家如 Rogers
（1969, 1983）、Glasser（1968 ）和 Ellis & Bernard（1985）等人 
的學說都對這一主題有或大或小的影響。 

 

大部分有關教師互動行爲和師生關係的研究，都致力於了解教師對

待學生的態度和師生關係對於學生學習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相當廣

泛，所涉及的學科幾乎包括了中、小學的所有學科。所有的研究都傾向

於支持這個結論：師生關係的品質與學生的學業成就有正相關。以下是

一些重要的研究。 

 

教師期望效應是 Rosenthal & Jacobson（1968）通過實驗發現的。 
在他們之前，實際上已經有一些間接的研究結果，表明教師的態度和對

學生的期望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績（參見 Nash, 1976）。Rosenthal & 
Jacobson 在這一基礎上，基於「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一理論（Merton, 
1948），做了一個既大膽而又極富創意的實驗研究。他們在一所公立小

學的每級中各抽出三班，再從每班中隨機抽出大約 20%的學生，然後 
告訴他們的老師這些孩子在隨後的數個月裏將在學業成就上有「急速的

發展」。到學年末的時候，測驗發現，與控制組的孩子比較，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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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年幼者的智商真的提高了，一年級實驗組的學生 IQ 分數平均提高 
了 15.4 分，二年級則提高了 9.5 分。他們的閱讀成績也有進步。 

Rosenthal & Jacobson（1968）根據互動理論，對這個他們命名 
爲「皮格馬利翁效應」（Pygmalion effect）的現象（即教育中的一種 
自我實現的預言）作出了解釋。他們的解釋清楚地說明，教師的信念以

及由這種信念所引導的一系列互動行為，是導致這一現象發生的重要原

因： 

當教師期望學生在智力上有所提升時，他們會以更輕鬆、友好的方式鼓勵學

生。……教師會更加密切留意這些特殊學生，而這種密切的關注又使得他們能

對學生正確的反應作出更快的回應或強化，這種強化增進了學生的學習。……

這種交流，加上可能存在的某種教學技術的轉變，會促使學生對自我的觀念、

自身行為的期望、動機，以及認知風格和技能作出改變，從而有助學生學習。

（Rosenthal & Jacobson, 1968, p. 180） 

在 Rosenthal & Jacobson（1968）之後，有關教師的期望對學生 
的影響的研究一直沒有間斷。研究者深入地檢視了教師怎樣形成期望、

教師通過甚麽方式向學生傳達出期望，以及學生怎樣知覺教師的期望 
（參見 Good & Brophy, 2000）。Ouzts（1986）在將近二十年後發 
表的一篇綜述文章中，回顧了到截至那時爲止有關教師期望及教師個人

特點與學生學業績效的關係的研究，結論是：教師對學生的期望，會影

響學生的學習態度和行爲，最後會對他們的學業成績產生影響。而就影

響期望行爲的教師個人態度特點來說，Brophy & Good（1974）提 
出可以把教師分成三類：積極的（proactive）、反應性的（reactive） 
和消極的（overreactive）。積極的和消極的教師都會產生期望效應， 
只是方向相反。不幸的是，調查發現，大多數的教師期望都是消極期

望 — 這些教師都心存教條主義、墨守成規、受刻板印象支配（Good & 
Brophy, 2000）。因此，實際上教師期望帶來的負面效果比正面效果 
大。 

 

這方面的研究以 Flanders 爲代表。Flanders（1970）致力於以行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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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取向，發展出一套描述教師與學生課堂互動的觀察和編碼系統，

以便對資料進行定量評價和分析。他只觀察和記錄師生互動的言語內

容，不包括非言語的互動。通過觀察，他找出了師生在課堂上十個類別

的言語行爲，其中教師的言語行爲有七個類別。這七個類別分別屬於兩

種不同的教學風格，Flanders 把它們命名爲直接的風格（direct style） 
和間接的風格（indirect style）。間接的風格也稱爲「民主／合作」的 
風格，而直接的風格則稱爲「權威／支配」的風格。Flanders 發現，間

接風格的教師對學生比較敏感和關心，他們在課堂上較多利用學生自己

的說話，或把學生的說法跟所教的觀念整合起來；他們比較擅長向學生

提問，也能聽取學生較長的回答和解釋。相反，直接風格的教師往往有

較多紀律問題要處理，他們會作出較長的指導，而且常常重申自己的說

話。Flanders 的分析系統把教師間接風格的言語頻數除以直接風格的言

語頻數，得出一個教師的教學風格指標，稱爲 I/D 比率。I/D 比率愈 
高，風格愈傾向於間接。 

隨後，有相當多的研究是基於 Flanders（1970）的概念和工具進行

的，其中又有不少是測量教師 I/D 比率跟學生學業成就之間的關係。調

查發現，一般來說 I/D 比率和學業成績之間有某種程度的正相關，間接

風格的教師所教的學生學習得較好（Westburg & Bellack, 1971）。 
但嚴格的分析發現，這種關係並非十分可靠，原因可能與 Flanders 分析

系統的效度有關（Nash, 1976）。 

 

有些研究者循著行爲分析的路線研究師生關係，集中研究教師的 
「親近行爲」與學生學習的關係。親近（immediacy）這個概念本是

Mehrabian（1971）在研究人際溝通時提出的，它指的是溝通雙方在交 
往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有助增進親近感和減少心理距離的任何行爲。這種

行爲會提高個體的感受性，喚起情緒，並加強喜愛的感覺。Andersen, 
Norton, & Nussbaum（1981）根據這個定義，把研究的視角轉移到 
教育領域，致力於研究教師的親近行為與學生的學習之間的關係。由於

Mehrabian 和 Andersen 等人都比較重視非言語性的親近行爲，所以這 
個領域的研究多以教師的非言語親近行爲（如微笑、撫摸等）爲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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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總的說來，這方面的研究發現相當一致：教師的親近行爲對學生的

認知性學習、情感性學習和投入學習的行爲意圖都有正面影響。 

 

近幾年裏，一個由荷蘭、美國和澳大利亞等國家的研究者組成的跨

國研究群體，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些研究者致力於教師效能的研 
究，或者用他們的說法，是「尋找有效能的教師」（Wubbels, Levy, & 
Brekelmans, 1997）。他們採用臨床心理學家 Timothy Leary（1957） 
所提出的人際交往模型，來概括教師在課堂上的交流行爲（即前述的人

際行爲）。這個模型包括兩個維度：一是支配─順從維度，描述交往中

影響與被影響、支配與受支配的情形；另一是協同─對立維度，描述雙

方交往的基調是理解、信任和支援還是猜忌和敵對。三個國家的研究人

員已經發表了數十篇研究報告。總體來說，他們的結論是：在支配─順

從維度上得分高的教師（支配性強），他們的學生往往能取得較好的學

習成績；而在協同─對立維度上得分高的教師（師生感情聯繫好），所

教的學生能 發展出較好 的學科學習 態度。Brekelmans, Wubbels, &  
Levy（1993）認為，真正的「好教師」應該在兩個維度上都得到高分。

這些研究者認爲，不管作用是正面還是負面，師生關係和教師的人際互

動特質對學生的學習都有重要影響。因此他們呼籲，只強調教學組織、

策略、教授法等技術性事項的傳統並不全面，欲提高教學效能，也應該

重視教師的人際能力（Wubbels, Levy, & Brekelmans, 1997）。 

從以上的綜述可以看出，教師對待學生的態度和行爲，以及由此發

展出的師生關係，對於學生的知識學習有影響是相當肯定的。事實上，

回顧截止近期有關教學行爲和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的研究，使 Good
（1996）在他的綜述性評論中得出一個結論：知識學習是一個社會性的

建構過程，而不是一個簡單地把知識從書本和老師那裏搬移到學生腦裏

的過程。 

 

傳統上，由於所謂「重智主義」的影響，教育的實踐者（如校長、

教師等）和研究人員都較多注意學生的智慧學習。有關教師互動行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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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情緒和社會性發展之間關係的研究向來比較少。Pianta（1999）在 
評論師生關係領域的研究時指出，這領域的研究非常明顯地集中於師生

關係跟教學和學習的關係上，卻嚴重地忽視了師生互動對學生的社會性

發展和情緒發展的關係。以下列舉這方面的若干研究。 

 

早在 50 年代，受羅傑斯（Carl Rogers）當事人中心理論的影響， 
就有研究者試圖進行這樣的研究：把羅傑斯提出的心理治療中的若干 
「關係要件」（即真誠、同感和積極關注等）應用於師生關係之中時，

是否會令學生的學習更為有效和發展積極的人格。其後，Aspy 和 
Roebuck 等人在美國發起並成立了一個名爲「人本化教育全國協作組」

（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Humanizing Education, 簡 稱 NCHE ） 的 
組織，目的是進行以人爲中心的教育研究和培訓工作，從而推廣以人爲

中心的教育事業。參加這項計劃的包括美國 42 個州和另外 7 個國家的 
學校，動員了二千多位教師、二萬多名學生，涉及從幼兒園到大學所有

層次的學校。整項計劃前後共花了十七年時間進行（Aspy, 1977）。 

研究者對 NCHE 計劃所得結果的一個最概括的結論是：「當學生 
得到高水準的理解、關注和真誠的對待，與他們得到低水平的（三條 
件）對待的情況相比，他們學得更好，行爲表現也更好」（Rogers,  
1983, p. 199）。計劃中有一項主要的子課題，參與者包括 600 名教 
師和一萬名學生（從幼兒園到大學）。研究目的是比較實驗組（教師表

現真誠，有同感，且積極關注，我們稱之爲「高水準的促進學習的條 
件」）和控制組（教師未表現出高水準的促進學習的條件）的學生所表

現出來的差異。結果表明，與控制組的學生相比，實驗組的學生（1） 
缺課較少；（2）自我概念較佳；（3）數學和語文等科目的學業成績進

步較多；（4）違規問題較少；（5）破壞公物的行爲較少；（6）智力 
測驗的分數提高（這項研究僅限於幼兒園到五年級）；（7）較富創造 
性；（8）較有自發性和較高水準的思考。 

 

Good & Brophy（2000）在評述教師期望的研究時提到，儘管大 

241 



江光榮、林孟平 

多數有關期望效應的研究都是討論教師期望對學生成績的影響，但有 
理由相信，教師期望對學生的情緒發展和社會性發展也有重要的作 
用。 

事實上，在 Rosenthal & Jacobson（1968）的實驗公布之後，就 
有研究者意識到教師的期望可能也會對學生的自我概念產生影響。在英

國，Palfrey（1973）曾進行一個有趣的調查。他選擇了兩所鄰近的中 
學，一所是男校，另一所是女校，而兩所學校學生的家庭背景、學校規

模、教學條件等都非常接近。這兩所學校的規模都非常小，故他假設校

長對學生的期望和評價會對學生的自我形象有直接的影響。調查發現，

女校校長對學生的評價和期望比男校校長高，因此預期女校學生的自我

形象亦會比較好。結果頗爲有趣，兩校學生的自我形象都比他們校長的

評價要高，而女生真的比男生有較好的自我形象（55％的女生有比較積

極的自我形象，而只有 20％的男生有這樣的自我形象）。 

而 在 美 國 ， Pedersen, Faucher & Eaton （ 1978 ） 也 進 行 了 一 個 
頗不尋常的研究。他們原本是要設計一個回顧性的研究，以了解期望造

成智商變化的具體過程，而在研究期間卻因一個特別發現而轉變了方

向。他們察覺到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小學一年級教師似乎對她的學生產生

了非常長遠的影響，故他們專門設計了一項回溯性研究，以比較教師的

教育態度和特點對學生成年後在社會經濟等方面的成就的影響。結果令

人吃驚：學生早年的學校生活經驗對其成年後的社會性成就有肯定的影

響。具備愛心、關懷和鼓勵等特點的教師所教的學生日後所取得的社會

經濟地位，明顯高於不具備這些特點的教師所教的學生。他們解釋其中

的過程是：這位出色的教師對待學生的方式直接影響了學生在學術上的

自我形象以及他們的學業成績，而這兩者作爲基礎又不斷積累和推進，

引出一步又一步的成功，直到成年後這些孩子獲得足以區別於其他同校

學生的成就。此外，還有若干零星的研究也支持 Good & Brophy 
（ 2000 ） 的說 法 。 例 如 ， 有 實 驗 研 究 （ Toner, Moore, & Emmons,  
1980）發現，給成人標定（labeling）爲諸如「有耐心」這樣一些爲社 
會所認可的特質的孩子，比沒有給這種標定的孩子，在日後受到考驗時

更能表現出所標定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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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在依附理論（attachment theory）的背景下，對教師以及師 
生關係對於低幼兒童情緒和社會性發展的影響出現了比較系統的研究。

其中以 Pianta（1992, 1999）等人的工作比較突出。 

依附是英國精神病學家 Bowlby（1971）觀察到的人類的一種特徵 
性行爲。按照 Bowlby（1988），「依附行爲是任何導致一個人得以獲 
得或者保持與另一確定的且被認爲能更有效地應付環境的個體之密切聯

繫的行爲」（pp. 26–27）。 

依附研究中的核心主題一直是：不同的親子互動模式（依附關係）

對於兒童心理發展的影響，尤其是對兒童人格及心理病理學方面的發 
展 的 影 響 （ 如 Jones, 1996; Main, 1996; Rosenstein & Horowitz,  
1996 ） 。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 1978 ） 發 現 有 三 
種親子依附模式，後來 Main & Solomon（1990）又另外觀察到一 
種。四種依附模式分別命名爲 A、B、C、D 型，而它們又可分爲 
安全的（B 型）和不安全的（A、C、D 型）兩類。到 90 年代前後， 
Pianta（1992）將注意力從親子關係轉到師生關係，從依附理論的角 
度來看待低幼兒童對幼稚園教師和小學低年級教師的依附行爲。據目 
前已有的研究結果，Pianta 認爲已經可以肯定地說，兒童跟其老師的 
關係影響著兒童多方面的學校表現，例如同伴關係、對待學習的態度 
和 方 式 、 入 學 後 的 適 應 等 等 （ Birch & Ladd, 1997; Howes,  
Matheson, & Hamilton, 1994; Lynch & Cicchetti, 1992; Pianta,  
1992）。而根據依附理論，兒童與其教師之間所發展出來的依附模式 
（也分爲安全的和不安全的兩類），會對兒童今後的人格發展和社會 
適應產生深遠的影響。有不少證據表明，不安全的依附跟一些心理病 
理學的後果有明顯的關係。故此，有人認爲可以把不安全的依附看成 
是一個預測兒童病理性發展的預測源之一。研究表明，回避型的依附

（avoiding attachment）跟反社會、破壞性的行爲有密切關係，而矛 
盾 型 依 附 （ ambivalent attachment ） 跟 社 會 性 退 縮 和 孤 獨 有 聯 繫 
（Rosenstein & Horowitz,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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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上面列舉的少數較重要的研究以外，還有一些零星的研究。綜

合而言，截至目前爲止，針對師生關係與學生人格發展和社會性適應之

間關係所做的研究，所得的結果是相當一致的：即教師跟學生互動的態

度和方式，對學生都有肯定的影響。 

 

過去半個世紀，研究人員在教師互動行爲及師生關係的結構和測量

方面做了不少工作。以下會按照有關研究所建構的教師互動行爲或師 
生關係的維度，以及它的測量工具，選取其中較有影響者作簡要介 
紹。 

 

早期比較有名的一個測量工具是《明尼蘇達教師態度問 卷》

（ Minnesota Teacher Attitude Inventory, MTAI; Cook, Leeds, &  
Callis, 1951）。這是一個測量教師對待學生和教學工作的態度的測量 
問卷。從 50 年代到 60 年代末期，這個工具一直都是比較流行的教師態

度測量工具（Yee, 1967）。問卷包括 150 個條目（items），然而在 70
年代以前，人們一直沒有對它的結構進行過研究，只是把總分記錄下 
來。直至 1971 年，才有人對它的結構進行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可以分 
爲五個因數：學生免責傾向，師生興趣衝突，處理學生問題的嚴厲或僵

化程度，（允許）學生獨立學習，以及學生順從老師（Yee & Fruchter, 
1971）。雖然這個工具十分流行，但是亦有人懷疑它容易受社會贊許性

影響，並且認為它的準則關聯效度有問題。Yee（1967）曾研究過它的 
準則關聯效度，結果發現它確實缺乏可接受的效度。因此，這個工具現

已很少人使用了。 

–  

Barrett-Lennard 是羅傑斯的一位澳大利亞籍學生。他根據羅傑斯的

關係理論發展出「巴雷–萊納關係問卷」（Barrett-Lennard Relationship 
Inventory, BLRI; Barrett-Lennard, 1962, 1978 ） ， 用 來 評 估 心 理 治 
療中治療者和當事人之間的關係，同時也可用於測量其他類似的關係，

如師生關係、配偶之間的關係等。由於它是根據羅傑斯的關係理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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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來，所以它的測量維度是預先確定的，共有四個，分別是測量關懷的

程度、同感、無條件性（unconditionality）和真誠一致。 

這個量表並沒有進行過結構的驗證（因素分析）。雖然羅傑斯本人

曾表示過欣賞這個工具（Rogers, 1985），但這個工具除了曾應用在少 
數根據羅傑斯理論所進行的教育實驗外，在其他的教育研究場合卻很少

為人所使用。 

FIAC BGDIS 

在 60 至 70 年代對教師效能的研究中，出現了不少致力於觀察和分

析課堂教學過程和師生互動的工具，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 Flanders 
（1970）的觀察和分類體系以及 Good & Brophy（2000）的體系。 

Flanders（1970）的工具叫做「弗蘭德斯互動分析類目」（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Categories, FIAC ） 。 Flanders 把 師 生 在 課 堂 上 
的所有言語行爲分爲十類，其中教師的言語行為佔其中七類，學生的則

佔三類。以下是教師言語行為的七個類別： 

1. 接納感受（以關懷的方式接納或澄清學生的態度或感受）； 
2. 表揚或鼓勵（表揚或鼓勵學生的行爲，紓解緊張等等）； 
3. 採納或使用學生的意念（利用學生的見解或建議，來建立或釐 

清教師想要教授的觀念）； 
4. 提問（就內容或者程式提問）； 
5. 講授（即教師「講書」）； 
6. 指導（指示、命令等等）； 
7. 批評或者維護教師的權威（批評學生的行爲，主張和維護教師 

管教的合法性等）。 

正如前文曾經提過，這七個類別分別屬於兩種不同的互動風格：直

接的風格和間接的風格。第 1、2、3 屬於間接的風格，第 5、6、7 
屬於直接的風格。間接的風格也稱爲「民主／合作」的風格，而直接的

風格則稱爲「權威／支配」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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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AC 要求觀察者先接受訓練並進行練習，關鍵是要能夠跟上課堂 
活動的步伐，實時識別並記錄師生行爲的類別。在一個預先編制好的分

類行爲表格上，按照約三秒一次的頻率記錄行爲，觀察結束後就得到一

個各類行爲的頻數表。把教師間接風格的言語頻數除以直接風格的言語

頻數，就得到 I/D（間接／直接）比率，這個比率表示一位教師的教學 
風格。當然，在原始的頻數表的基礎上還可以根據需要進行不同的統計

分析。 

Good & Brophy（2000）的體系是因應教師期望效應的研究而衍 
生的。像當時的其他一些研究者一樣，Good & Brophy 也對導致期 
望效應的過程，尤其是其中的師生互動過程感到興趣。他們最初提出一

個假設：在課堂上，不同的學生受到老師的對待是不一樣的。換言之，

在期望的支配下，教師並非一視同仁地對待每個學生。這樣就要求在研

究師生互動時，不應以班級爲分析單位，而應以個別學生爲分析單位

（Good & Brophy, 1971）。爲了研究他們的假設，他們發展了一個名 
爲「布拉斐–古德雙向互動系統」（Brophy-Good Dyadic Interaction  
System, BGDIS）的測評工具（Good & Brophy, 1970, 2000）。這 
個工具也是一個觀察課堂師生互動的系統。他們把師生之間所發生的一

對一的互動分爲三種類型：（1）有關學習的師生互動（尤其是學習作 
業方面的互動）；（2）有關學生行爲的互動（如教師對學生的課堂行 
爲進行評價），由教師發起的這類互動可分爲表揚、警告和批評三種；

（3）程式性互動（包括大部分事務性質的交流，如學生詢問問題、請示

和教師的回應等）。這三個類別之下又各有若干具體的互動行爲類別，

共有二十多種。BGDIS 也要求訓練有素的觀察記錄員，他要根據預先 
規定的分類標準和取樣頻率來記錄課堂互動行爲的頻數。與 Flanders 的

體系不同的是，BGDIS 分開記錄每個學生跟老師的互動，這樣就能檢 
驗研究者原來的假設：由於教師對於每個學生的期望不同，各個學生跟

教師互動的性質和總量也不一樣。 

利用這個「觀察系統」，還有其他人做了不少研究，結論也非常一

致：教師對待學生的態度和行爲，的確隨著他們對不同學生的期望而變

化。一些具體行爲包括：安排低期望的學生（教師對他們期望較低）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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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離教師較遠的地方；對高期望的學生有更多的微笑和眼神接觸；較少

讓低期望學生回答問題；給低期望學生較少時間回答問題；對低期望學

生批評較多而對高期望學生鼓勵較多等等（Cooper, Findley, & Good, 
1982）。 

 

Pianta（1994, 1999）發展了好幾個師生關係的測量工具，但多數 
還在修改之中，而「師生關係量表」（Student-Teacher Relationship  
Scale, STRS）是其中較成熟的一個。過去數年，這個量表在美國曾有 
好幾次大規模的應用，而小規模的應用便更多，期間也進行過一些修改

（Pianta, 1999）。這是目前在低幼兒童師生關係的測量上應用得較多 
的工具。 

STRS 有 31 個條目。根據探索性因素分析結果，確定它具備三因 
數的結構，三個因數分別爲衝突、親密和依賴（Pianta, 1999; Saft,  
1994 ） 。 這 三 個 因 素 或 維 度 與 Ainsworth 等 人 （ Ainsworth et al.,  
1978）所揭示的三種依戀模式大致是對應的。「親密」對應Ｂ型（安全

型）依戀模式，「依賴」對應Ｃ型（不安全─抗拒型）依戀模式，「衝

突」對應Ａ型（不安全─回避型）依戀模式。「親密」這個維度體現師

生之間存在一種溫暖、安全的氛圍，而師生之間的交流並沒有障礙。 
「衝突」維度描述師生之間的交流存在不協調甚至是相互敵對的情況；

師生缺乏支援，常有磨擦，並常常因此心存敵意。「依賴」維度顯示學

生對教師過分依戀，可以形容爲「黏著」的情態。按照依附理論 
（Bowlby, 1988），孩子的過分「黏著」顯示他們缺乏安全感。由於這 
種不安全感，孩子的心思總是在所依附的人身上，而不能比較大膽而無

顧慮地探索環境。 

對 STRS 的測量學屬性的研究表明，三個分量表各有較高的內部一

致性信度；準則關聯效度（預測效度）研究亦取得一些支持的證據，如

表明 STRS 測量分數與學生的多項學校適應指標（如是否喜歡上學、學

習成績、學習投入程度、夥伴關係）相關（Birch & Ladd, 1997）， 
STRS 能夠預測學童的許多問題行爲（Pianta, 1999）。然而在 Bi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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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d（1997）的研究中，發現 STRS 的三個維度之間的相關相當 
高，以班級均分（表示一個班上平均的師生關係狀況）計算，發現「衝

突」跟「親密」和「依賴」的相關分別爲–0.73 和 0.69。這樣看來，這

個工具的三個維度是否相互獨立是有疑問的。 

另一個問題是這個量表所適合的學生年齡組別不很清楚。從反應方

式來說，這個量表由教師作答，所以即使測量較大年齡組別學生的師生

關係也是可以的。不過，有兩個原因使人不能輕易認爲它就真的能夠應

用於年齡較大的青少年身上：（1）這個量表是根據依附理論，尤其是

Ainsworth 等人（Ainsworth et al., 1978）所發現的三種依附模式爲 
藍本來編制的，而與 Ainsworth 模式相關的研究及所涉及的群體主要是

學齡前的兒童，學齡前兒童的行爲樣本與較高年齡兒童的行為樣本是很

不一樣的；（2）Pianta 等研究者很少利用這個量表來研究較大兒童的 
師生關係，已有的研究均在 3–9 歲這個年齡範圍，因此缺乏在較年長兒

童中實際應用的資料。 

 

Wubbels, Créton, Levy, & Hooymayers （ 1993 ） 研 究 教 師 互 動 
所用的工具叫「教師互動問卷」（Questionnaire on Teacher Interaction, 
QTI）。這個問卷是在臨床心理學家 Leary（1957）的人格理論模型和 
測量工具的基礎上發展起來的。Leary 和合作者根據對人們之間對話的 
分析，概括出一個二維度八種行爲類別的人際行爲結構模型。這兩個維

度是「敵對─友善」維度和「支配─順從」維度。如果以這兩個維度做

成一個直角座標系，該八類行爲特質剛好可以環形排列在座標系上。

Leary 的學生和合作者 LaForge 和 Suczek 根據這個模型編制了一個名 
爲 Interpersonal Adjective Checklist（ICL）的檢查工具。 

Wubbels, Créton 等人（1993）接受了 Leary 的結構模型，但根據 
師生互動的特點作了一些修訂。他們把「敵對─友善」維度改名爲「協

同─對立」維度，認定這個維度測量的是所謂「親近性」（proximity），

而「支配—順從」維度則測量所謂「影響」（influence），所以二者又

可稱爲「親近性維度」和「影響維度」。相應地，把 Leary 原來的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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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爲特質類別的描述也根據課堂中的情境作了一番改動。QTI 所測量的

八類行爲特質是：領導，幫助，理解，學生自主／負責，缺乏主見，不

滿，訓誡，和嚴格。 

根據這個模型編制的工具就是 QTI。它以八個分量表來測量上述八

類行爲特質。這八類行爲特質在上述二維座標上的位置依每種行爲在這

兩個維度上負荷的方向和大小而定，所以各分量表之間又有一些相關 
（每個分量表與相鄰的兩個分量表相關高，與直交的分量表相關低，與

相對的分量表則有較大的負相關）。 

QTI 目前有美國、荷蘭和澳大利亞三個國家的版本。三個版本的結

構相同，條目略有出入。江光榮（2001）以美國版爲藍本，以中國大陸

城市中小學教師爲樣本修訂了中國版。 

QTI 的信度和效度指標相當好，各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信度多在 
0.80 以上（以班爲分析單位）。在結構效度方面，探索性因素分析 
（EFA）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都支持兩維度的結構。八個分量表

之間的排列分布也與理論推論相吻合（Wubbels, Créton, et al., 1993; 
Wubbels & Levy, 1991）。 

 

有關教師互動行爲和師生關係的研究雖然數量不少，但總的來看，

這個領域裏的研究水平並不高。以下就目前研究的缺失和需要如何加強

作一些討論。 

 

談論師生關係對於學生發展的意義，我們實際上是認爲良好的師生

關係具備某種功能，而這種功能有助於學生的成長和發展。但從現有師

生關係領域的研究和調查來看，我們缺乏說明這種功能和作用機制的理

論。現有的實證性質的研究大多是相關性質的研究，即調查教師行爲或

師生關係品質與某些學生發展指標之間的相關。相關研究無法表明兩個

變量之間的因果聯繫。即使人爲地把師生關係作爲自變量來看待，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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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能說甚麽樣的師生關係會導致甚麽樣的結果，卻不能回答爲甚麽及

怎樣導致了這樣的結果。正是在這裏顯出了缺乏理論的弊端。 

部分研究者借用別的理論來說明師生關係的功能。依筆者所見，給

借用得較多的理論有兩個：一是當事人中心治療中的關係理論，另一是

依附理論。以當事人中心的觀點來看待師生關係功能的始自 Rogers
（1983）本人，其後他的一些學生和追隨者把它應用到教育領域（如 
Gazda et al., 1991）。但總體來看，從 80 年代中期開始，沿用這條 
路線的研究者不是很多。 

Pianta（1999）把依附理論用於師生關係，但依附理論最適合的應 
用條件是當事人面臨壓力或威脅的情境。另外，雖然 Bowlby（1971） 
等依附理論的先驅人物一開始就認爲所有年齡組別的人都有依附需要，

但傳統上有關依附的主要領域還是嬰幼兒的發展。事實上，Pianta 的研

究也集中於幼稚園和小學低年級的師生關係。他們的一個假定是：這時

候學校教師就像是父母的代理人。因此，要用依附理論說明師生關係對

於較大年齡學生的作用，也存在一些困難。 

 

有關師生關係的研究多爲相關研究，缺少過程研究。這和缺乏理論

有互爲因果的關係。其實在多數研究領域裏，從研究的發展進程來看，

往往是由相關研究逐漸進入到過程研究，而隨之而來的是理論的逐漸形

成和精致化。所謂過程研究，其特點是它不僅觀察輸入和輸出這兩端的

情況，還把中間的變量和各種變量相互作用的情形和機制找出來，從而

對某個關係得到真確的了解。在師生關係對於學生成長發展的影響作用

的研究中，很少有研究致力於鑑別老師的甚麽態度或者師生關係的甚麽

特質，在甚麽樣的學生身上導致甚麽樣的變化，是甚麽過程導致這個變

化。 

從這一研究要求來看，做一些質化的、追蹤的研究，比如深入的個

案研究，可能是很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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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領域的研究的另一特點，是絕大多數研究都把注意力集中於「教

師積極的互動行爲」和「良好的師生關係」上。例如致力於尋找良好師

生關係的特點，確定形成和培養良好師生關係的條件，以及研究良好師

生關係對學生和老師的作用等等。雖然有個別研究提及諸如不良師生關

係對學生和老師造成的壓力等問題（如江光榮、靳嶽濱，1999； 
Mansfield, Alexander, & Farris, 1991 ； Marlow et al., 1996 ） ， 但 
總的說來，直接致力於研究不良師生關係的特徵，以及這種關係如何對

學生和老師的成長和發展造成傷害，這類工作比較少見。研究不良的教

師態度特徵和師生關係的後果及其作用機制，不僅在理論上有價值，在

實踐上更有其緊迫性，因爲近年師生關係不良是內地一個不斷引起公衆

關注的問題。 

 

Pianta（1999）指出應該聯繫學生的發展來看師生關係。的確，幼 
兒園的師生關係與高中的師生關係是不一樣的，而幼兒園教師和高中教

師在關係中的角色也是不一樣的。我們講師生關係總是針對兒童至青少

年某個特定發展階段而言，只有以特定階段的發展任務和挑戰爲參考依

據，才有可能對師生關係有較合理的理解。 

了解青春期這個特殊階段的師生關係對於學生的影響，是一個很重

要的課題。根據發展心理學的知識，青少年時期在人際關係上是一個比

較特殊的時期：隨著兒童身體和心智的成長及性意識的覺醒，兒童對獨

立的要求和能力有很大提升，在對父母和教師的依賴和個體要求獨立這

兩方面出現此消彼長的情況；同伴在其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顯著增加，

他們有時還會刻意與成年人對立來宣示自己的獨立性及獲得身分認同

（Erikson, 1968）。目前的研究對教師在這個年齡組別學生的發展上的 
作用了解甚少，因而這是一個亟待加強的方面。 

因此，從對師生關係的基礎研究角度看，做一些長週期的、旨在從

兒童到青少年發展的角度來看師生關係的跨時間變化過程、了解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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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師生關係的意義和作用的研究 ─ 即一般所謂的「追蹤研究」

─ 就很有必要。 

 

師生關係的評估和測量仍然是一個比較薄弱的領域。以下將討論其

中幾個主要問題。 

一種師生關係還是多種師生關係 

從道理上說，師生關係是客觀存在的東西，應該有一個對應於它的

屬性的描述和測量。但是從實際存在的描述體系和測量工具來看，幾乎

可以說不存在有關師生關係屬性的體系和工具。研究師生關係的人，有

的關心教師效能，有的關心課堂學習環境，有的關注教師的個人特點，

有的對師生之間的互動過程感到興趣，還有的是想了解教師對學生的態

度和期望……，由於不同的研究興趣和目的，研究者所想要了解的「師

生關係」往往是不盡相同的東西。這就必然出現不同的師生關係定義而

形成各自測量的局面，使得持目的 A 的研究者覺得持目的 B 的研究者 
的測量工具不太合用。這一情況限制了師生關係測量的進步。也許要等

若干年後，從不同角度研究教師行爲或師生關係的理論出現整合，才可

能導致比較一般而通用的測量工具。但就目前和即將進行的研究而言，

恐怕還是得立足於從具體的研究目的來考慮適當的評估和測量。 

「主觀」的測量與「客觀」的測量 

對教師態度和師生關係的觀測有三種角度：教師、學生和研究人 
員。教師和學生的角度是當事人的角度，可稱爲主觀的角度，研究人員

的角度可稱爲客觀的角度。不同的角度各有優點和局限。 

從研究者的角度，特別是利用課堂錄影技術，然後根據一個編碼體

系來獲得和分析數據，這種測量的信度比較高，資料比較客觀。但由於

這種觀察有一個時間和場合的取樣問題，如果像現在多數研究那樣，專

一地從課堂上取樣，有可能出現系統誤差：我們不知道這位教師跟同學

在課後和課堂以外場合互動的情形，而僅以課堂上的情況代表整體性的

師生關係，有可能出現歪曲。另外，這種方式在樣本數量和便利性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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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局限，而且這種測量主要只適用於研究，無法為學校和教師在實踐

上應用。 

目前應用最廣的還是問卷測量方式，即通過學生和教師的主觀報告

來了解師生關係。這種方法利用當事人的回憶，所以可以說沒有時間和

情境的取樣局限。況且，問卷方式比較便利和經濟，又可以供實踐工作

者使用。但這種方式的問題是，當事人的報告會受到諸如人格特質、測

量的情境和氣氛、社會贊許偏向、回憶誤差等等因素的影響而出現信度

和效度問題。雖說小心控制問題或對問卷反覆進行調整會使這些問題的

影響降低，但它總是不如客觀的觀測好。 

教師的知覺和學生的知覺 

80 年代以後由於對教師認知的興趣，一些測量開始側重於教師對 
待學生、對待師生關係的態度和信念上。Kagan（1990）曾經評論說， 
這種對教師信念和態度的直接測量往往出現效度不高的問題。她指出幾

個可能的原因：這種信念或態度可能是無意識的；教師可能找不到合適

的詞句來表達自己的信念；定式的問卷不能涵蓋教師的信念；教師可能

不按真實情況回答等等。不少對師生關係的測量也是從教師知覺的角度

來測量的（即讓教師回答問卷），因此也存在效度問題。Wubbels, 
Brekelmans, & Hooymayers（1993 ）在測量教師互動行爲時，採用 
了 Fraser（1986）測量課堂環境時的方法。他們從學生對教師互動行爲

的知覺這一角度來測量師生關係，所測量的是全班學生的知覺，以其平

均值爲師生關係的度量。 

比較研究發現，學生知覺角度的測量在好幾方面均優於教師知覺角

度的測量。首先，學生的平均知覺與有經驗的客觀觀察者的觀察的吻合

度 ， 高 於 教 師 自 我 知 覺 與 後 者 的 吻 合 度 （ Ehman, 1970; Hook &  
Rosenshine, 1979）。Marsh（1984）在元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結論， 
認爲班級學生的平均知覺是可靠的測量；其次，對同一項教師特質，學

生 的 知 覺 跟 教 師 自 我 知 覺 之 間 存 在 相 當 明 顯 的 差 距 （ Wubbels, 
Brekelmans, & Hooymayers, 1993 ） 。 一 般 的 情 況 是 ， 在 積 極 的 品 
質上教師的自評高於學生的評價，在消極的品質上則低於學生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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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示教師的自我知覺可能受社會贊許偏向影響。再次，從理論上看，

教師行爲對學生的影響，要透過學生對教師行爲的知覺和解釋才會產生

實際效果。這一點也有研究支持。例如有研究發現，學生對教育環境的

個人知覺，比「客觀」的觀察更能有效地預測學生的發展變量（Fraser, 
1986）。 

因此綜合來看，如果測量目的是爲了獲得較「客觀」的資料，或爲

了預測學生的發展，應該盡可能用學生的角度來測量。班級平均的「知

覺」可能是既可靠又比較經濟的方式。 

回顧前述種種，可以看到，有關師生關係這個主題的研究有著相 
當久遠的傳統，也積累了不少成果，但總體來看，這個領域的研究與 
人們對它的期望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由於師生關係這一現象對於教育

學、心理學和社會學等研究領域顯然有重要性，我們應該期待學術界 
在今後一段時期裏在這一研究主題上投入更多的力量，給予更多的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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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Teacher Interpersonal Behavior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 past decades on teacher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nd its effect on student development. There were three major themes: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nd students’ learnin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nd students’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3) the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of teacher interpersonal  

behavior. Findings from the literature supported a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Posi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would likely accelerate development and lead to greater success among students.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suggested areas 

that future research could investi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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